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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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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以中国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贝叶斯分位数方法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结论为：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均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二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程度小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较大，而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不明显。提出推行“大数据、网络化、智能化”的创新发展模式，以及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加快科技金融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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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ased on Bayesian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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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it is an urgent study that how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ak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1985-2014 China as samples, using Bayesian quantile metho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ever, they have imposed different effects on enhancing the degree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egre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the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ess than tha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mposes greater effects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shows the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and its influence on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obvious. The paper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big data, networking, intelligent" 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 and speed up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proposals.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ayesian quantile regre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6-05-24，修回日期：2016-07-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13XMZ075）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下兵团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战略”( BTJR201502)
1  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当前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的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28.2%、47.9%和23.9%转变为2014年的9.2%、42.7%和48.1%，逐步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变。尽管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工业化中后期和现代化特点[1]，但其现状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仍需改善[2]。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级化都会导致经济增速过高、竞争力差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十三五”时期，要从依靠工业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加快产业之间的资源流动，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功能的实现对其支持，技术创新成果的演化则可以推动金融发展[4]，金融资源的配置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通过配置资源、调整资源结构，为产业提供外部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5]，所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时期下，研究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程度，对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体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6]。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霍夫曼定理认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相互作用后，导致了工业发展过程中消费资料和资本资料的工业净产值之比持续下降，使得技术进步从生产成本、价格和资源分配的变化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7]。而科技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需求的提升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来看，则是通过直接带来的新产业的发展和间接创造的需求来促进产业结构变动的[8]。国内大部分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二者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通过投入产出模型[9]、因子分析和VAR模型[10]以及灰色关联[11]等方法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都得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产业结构升级反过来也会促使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增加[12]。当然，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在不同领域表现不同：在以R＆D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产业领域中，稳定上升且差距持续扩大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3]；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利率偏低不利于生产资源的配置，将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14]。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媒介，在各个不同部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提供金融服务，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初对于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银行向创新产业领域进行资金配置，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长期来看，金融的发展对产业和经济的增长则会产生良性影响[15]。从全球65个国家的研究来看，金融市场越发达的国家，其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市场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6]。金融行业中的银行业能够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衰退产业的退出，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17-18]。我国学者大都运用实证的方法对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配置机制、成长能力识别机制和风险防范以及补偿机制来推动产业升级[19]。但也有与之不同的结论：依据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经济货币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作用，但金融资源和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大[20]；1978年以来，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并未实现互动发展[21]。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基于理论研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均构建和研究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传导机制，并分别针对不同的金融要素提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建议[22-24]。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但依旧需要完善：一是学者们主要以变量之间呈线性变化关系的假设为研究基础，基于“线性均衡”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探讨，但是，经济系统容易受体制转变和政策调整等影响而导致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呈非线性变化。二是现有研究大部分是单独考察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或者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对于将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仅有的文献中只是分析了三者的关系，对其影响程度没有过多描述。因此，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1985—2014年的数据，运用贝叶斯分位数的方法对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二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本文第三部分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金融深化相关指标的选取并对数据来源和其现状进行描述；第四部分是贝叶斯分位数回归方法的介绍和模型建立；第五部分是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科技创新、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3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3.1  指标选取
3.1.1  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
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在 GDP 中占比的逐步增加，但最终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会超过第二产业。因此，本文借鉴李逢春[25]和蓝庆新等[26]的研究方法，运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来度量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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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i为第i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的取值区间为[1,3]，R越接近于1，表明产业结构发展层次越低，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低；当R越接近于3，则表明产业结构发展层次越高，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
自1949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的发展结构存在明显差异。1985—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如图1所示，根据其特点来看，可分为3个阶段，大致每10年为1个阶段：1985—1994为第1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1990年略有下降。这是因为我国第二产业刚开始起步，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极其缓慢，产业结构系数在2～2.2之间。1995—2004年为第2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速明显加快。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粗放型模式增长基础上的，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发展速度远超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升级系数增长至2.28。2005—2014为第3阶段。2005年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二产比重远超过一产，服务业等三产迅速发展；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6.1%，比第二产业高2.2个百分点[27]；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系数依旧呈上升趋势，至2014年达到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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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5—2014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状况
3.1.2  科技创新指标
我国学者大部分采用技术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力[28]和财政支出中科研支出、科研基建费和其他科研试验费等科研经费支出所占之比[12]来反映科技创新水平。自1985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专利法》，本文中运用我国每年的专利授权量这一指标来衡量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用T表示。
3.1.3  金融发展指标
在金融发展指标选取方面，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Goldsmith[29]的比较金融学研究中金融相关率，以及McKinnon[30]和 Shaw[31]提出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即用M2与GDP之比）这两类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既包括用金融机构来衡量的金融规模的发展，也包括金融结构的发展，因此，为更全面地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借鉴武志[32]的研究，采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同时考虑其中的戈德史密斯指标，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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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M2为广义货币量；L为各类贷款，其中包括政府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金融机构的证券发行额和保费收入以及我国的股票市值。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在1990年和1991年才分别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和股票市场起步较晚，因此相对于M2和各类贷款，其所占比例较少。
3.2  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1985—2014年产业结构升级为研究对象，分析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其影响，各个指标数据来自于198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由表1可发现，1985—2014年30年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均值为2.217，中位数为2.238，最大值为2.389，越来越接近3，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不断提升，且由于该指标为系数指标，区间为[1,3]，所以增长幅度也很大；科技创新水平的均值为290 980.53，中位数为102 750.5，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1 312 862，这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提高速度很快；金融发展的最大值比最小值大3.21倍，均值和中位数接近，分别为2.667和2.915，这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分布较均匀。
表1   1985—2014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样本/个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产业结构升级
	30
	2.217
	2.238
	2.389
	2.012
	0.118

	科技创新
	30
	290 980.53
	102 750.5
	1 313 000
	138
	412 443.685

	金融发展
	30
	2.677
	2.915
	4.06
	1.264
	0.882


   注：数据根据Eviews输出结果整理
为了检验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分别如图2、图3所示。可看出，科技创新步伐的加快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在1995年下降后又明显回升，2001年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增长很快，这是因为“十五”以来，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和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新兴服务行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突破；2001—2010 年间，中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但是这期间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放缓，主要由于中国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不是很多，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还相对滞后；2010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又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须由高速调整为中高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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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5—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呈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水平在1.56左右时，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所下降；金融发展水平在2.0左右时，产业结构升级不稳定，此时正值1991—1994年，这一时期中国的证券和股票市场才刚刚起步，金融发展进一步深化，处于探索期，使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所波动；金融发展水平在3.2～4.0时，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呈螺旋式上升，这表明随着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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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5—2014年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随着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上升趋势，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二者都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关系，传统的线性模型不适合对三者的研究。
4  研究方法和模型建

4.1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表现出非线性特点，以往传统的线性模型不适用本研究，因此本文拟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回归方法，分位数回归用于描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分布的中位数和分位数的关系，以及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分布的位置、刻度和形状的影响，从而全面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检测出变量的异常点。1978年，Koenker等[33]提出分位数回归这种方法，Yu等[34]最早解决了贝叶斯分位数回归问题，其主要思想是利用非对称Laplace分布作为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中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计算出极大似然函数，再根据贝叶斯推断得到所要估计参数的后验分布[35]。贝叶斯分位数回归与经典线性分位数回归系数向量估计结果基本一样，但前者的标准差较小，其精确程度和可信程度比后者高，并且，贝叶斯分位数回归提供了系数向量的后验概率密度函数。近年来，分位数回归方法被多数学者在各个领域运用和拓展，国外主要有Robot[36]利用条件化分位数对变量进行回归，Roger等[37]在原来的基础上对面板数据的分位数进行了研究。近几年，分位数回归方法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地运用，主要包括对金融市场风险度量和预测方面[38-39]，也有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40-42]。
4.2  模型设立
假设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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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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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部分。在对分位数回归求解之前，先要定义“检验函数”，即概率函数
[image: image21.wmf])

(

m

r

t

，公式如下：
           
[image: image22.wmf]t

          当
[image: image23.wmf]b

'

x

y

i

³


  
[image: image24.wmf])

(

m

r

t

                                                                （4）  
           
[image: image25.wmf]m

t

）

（

1

-

   当
[image: image26.wmf]b

'

x

y

i

£


式（4）中：
[image: image27.wmf]m

是反映概率密度函数
[image: image28.wmf])

(

m

r

t

的参数；
[image: image29.wmf])

(

m

r

t

表示被解释变量
[image: image30.wmf]y

的样本点处于
[image: image31.wmf]t

分位数以下和以上时的检验函数关系。假设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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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回归中，可假定式（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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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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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数下可得到不同的分位数函数。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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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由0到1，可得所有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上的条件分布轨迹。
为研究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在不同分位数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所设定的计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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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中，R、T和FIR分别表示在t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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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数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
5  基于贝叶斯分位数的实证分析

分别对1985—2014年我国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分位数进行分析，如图4、图5和图6所示，可发现在不同分位数下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分布状况极为相似，随着分位的增加，其数值也在增加，且分布数量较为均匀；而科技创新分位数分布状况则有所不同，在中位数0.5以前的分位上数值较小且相对集中，中高分位上科技创新水平增速加快，且越为稀疏。1985—2014年我国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概率密度分布如7图所示，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呈现出相似的分布，较为均匀；而科技创新分布则呈现出“尖峰拖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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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5—2014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分位数    图 5  1985—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的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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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1985—2014年中国金融发展的分位数     图7  1985—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

                                                      产业结构升级概率密度分布
为了检验科技创新、金融深化在不同的分位数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全部样本，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 模拟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法对样本数据模拟10 000次有放回的抽样，之后设定分位为0.1,、0.2、0.3、0.4、0.5、0.6、0.7、0.8和0.9，在这9个不同的分位数下检验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1985—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分位点及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T
	0.012 7***
	0.009 4***
	0.014 3***
	0.011 7***
	0.007 4***
	0.007 4***
	0.004 6***
	0.001 4**
	0.001 3*

	
	（0.007 5）
	（0.006 5）
	（0.006 3）
	（0.006）
	（0.005 5）
	（0.005）
	（0.005）
	（0.005 3）
	（0.006）

	FIR
	0.089 1***
	0.104 5***
	0.083 7***
	0.091 9***
	0.114 6*
	0.114 1***
	0.125 3***
	0.137 7**
	0.139 8*

	
	（0.036）
	（0.031 4）
	（0.029 7）
	（0.028 5）
	（0.025 7）
	（0.023）
	（0.022）
	（0.022 9）
	（0.029 4）

	R2
	0.840 2
	0.857 8
	0.854 7
	0.856 6
	0.859 5
	0.85
	0.836 3
	0.825 4
	0.808 5

	样本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Booststeap法估计的标准误差；2）***、**、*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2可得，在0.1,、0.2、0.3、0.4、0.6和0.7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99%置信水平下显著性；在0.8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下显著性；在0.5和0.9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0.1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高0.13%；在0.2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高0.009%；在0.5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高0.07%；在0.9分位水平上，科技创新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高0.001 2%。由此看来，产业结构升级确实是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提升，但是，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变化不是很大，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提升的速度也很平稳，这表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速度远不及经济增长的速度。2013年和2014年中国才控制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尽管每年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但由于缺少经费或者市场等原因，未能全面地将科技成果转化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因此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发挥。
相对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在分位水平为0.1和0.2时，金融发展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升0.089%和0.104%；当分位水平为0.5和0.9时，金融发展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会提升0.115%和0.14%。不难发现，处于较高的0.4金融发展水平比处于较低的0.1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大0.705，处于较高的0.9金融发展水平比处于较低的0.5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大0.025，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速度越快。这是因为1985—2014年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1980年保险行业在中国开始发展，1990年起股票市场开始活跃；同时，中国每年存贷款比重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近些年来，金融服务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不断完善和优化，作为第三产业的金融行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第三产业的比重。另外，政府对民间企业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对于民间企业的金融支持也相应增多，其中大部分包括第三产业。
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各分位点上，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都能够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但二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年限的增加，在产业结构升级达到最高峰之后，则会出现下降趋势，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1985—2014年的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贝叶斯分位数的方法对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就其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结论为：第一，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升，但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提升的速度并不是随着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而增加，而是呈现出倒“U”型关系。第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程度越高。第三，其他条件不变、相同分位水平下，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程度小于金融发展。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推行“大数据、网络化、智能化”的创新发展模式，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首先政府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导向作用，建立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科技园区，加大科技研发费用投入和地方财政支出，为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是“腾笼换鸟”，改造传统企业的生产方式，企业自身要运用资金、信息和网络等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绿色生产，用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另外，创新科技人才的培养方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鼓励产学研有机结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从而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贡献度。

第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大对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力度。首先要完善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深入开拓企业债券市场，鼓励发展新三板市场，满足金融市场需求；其次创新金融工具和业务，开发能够规避风险的工具，积极拓展保险业务在三次产业中的市场，积极推行试点金融政策，设立以上海自贸区为典范的试点银行，边境金融机构可发行跨境同业存单等，拓展跨境融资和资本流动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等业务；另外，发挥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助推作用，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处理技术进行客户评级和风险管理，建立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从而加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将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首先引导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进行政策和市场引导的培训，建设中国“硅谷银行”；其次，政府应推出支持银行投贷联动机制的创新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以“股权+债权”的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最后，应完善相关法规，防范风险，开拓为科技产品量身定做贷款担保、质量评估和风险界定等业务，开展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评估的培训，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科技、金融和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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